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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中的结构调整、能源强度降低与二氧化碳减排: 

全国及上海的比较分析* 

陈诗一 吴若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内容摘要:二氧化碳减排是经济转型的助推器，但是不同地区和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化并不相同。本文以上海市和全国为

例，分解出它们背后的不同驱动因素，以为实现各自碳减排提供不同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结论: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化和

能源强度降低有利于减排二氧化碳，对上海而言更要特别注重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减排、大力发展九大高科技产业、切实

进行国企改革、改变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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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转型与二氧化碳减排 

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经济转型的良机，而节能减排无疑提供了经济转型的重要杠杆和有效推手。即使像美国，为了实现

经济复苏和抢占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制高点，也把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作为催生经济转型的重点领域来投入，全力打造具有全

新基础的经济增长“岩上之屋”。而中国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于 2009 年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二

氧化碳强度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即到 2020 年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以期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倒

逼之手和长效机制(陈诗一，2001b)。本文主要研究与中国经济转型息息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状况，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东中西

部地区比较分析，以探讨影响未来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因素。 

本文以终端能耗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研究对象。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端能耗二氧化碳排放从 1995 年的 17 亿吨上

升到 2007 年的 33 亿吨，同期上海市碳排放则从 3987 万吨上升到 10663 万吨，其占全国碳排放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比如从 1995

年的 2．4%上升到 2007 年的 3．3%)。图 1和图 2分别绘制了全国和上海市由终端能源消费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产业结构变化。

①两张图显示的较大不同是，全国的碳排放在“九五”期间和“十五”开端出现停顿甚至略有负增长，而上海市碳排放同期仍

然增长较快;而相同的趋势则是 2003 年后全国和上海市的碳排放都出现飙升，使得中国于 2007 年跃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二氧化

碳排放国(陈诗一，2010a;王锋等，2010)。二氧化碳排放产业构成的主要不同是，虽然工业都是头号排放源，且 1995 年时上海

市工业碳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与全国结构水平相同，都在 69%左右，但是其后全国工业碳排放比例基本维持不变，上海市工业发

展却开始萎缩，导致工业碳排放比例持续下降，2007 年时已经不足 50%;上海市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占比一直比全国

高(平均分别占 26%和 10%)，而且上升也更快，从 1995 年的 15%一路上升到 2007 年的 36%，部分体现出上海以航运中心为代表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方向;而上海市的居民生活碳排放比例却小于全国(平均值分别为 9%和 14%)，而且占比都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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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和图 4(见第 12 页)绘制了全国和上海市不同部门的二氧化碳强度变化趋势。总体上，上海市生产部门和生活部门的碳

强度绝对值都低于全国对应值，显示出更高的碳生产力;而且上海市和全国生产部门的碳强度都在下降，只在 2005、2006 年左

右有所回升后又继续下降，生活部门的碳强度略降后升，绝对水平远小于生产部门;从生产部门各行业来看，只有交通运输业的

碳强度明显逆势而上，其他部门至多略有上升或波动中变化不大。这里上海市与全国明显不同的是，上海市交通运输业的碳强

度比全国高很多，而且 2001 年后急剧上升(从 1995 年每万元 GDP 排放 3．2 吨 CO2 一直到 2007 年的 7．4 吨 CO2)，该部门在未

来碳减排时应予以特别重视;全国工业的碳强度下降很快，从 1995 年每万元 GDP 排放 5．1吨 CO2 下降到 2007 年的 2．1吨二氧

化碳，而上海工业的碳强度远小于全国工业(平均值分别在 1．5 和 3．1 吨二氧化碳/万元 GDP)，显现较高的碳生产力，但是改

善没有全国快②;另外，上海市农业和建筑业的碳强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 5(见第 12 页)分地区③生产部门碳强度显示，上

海市生产部门的碳强度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相仿，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过它们都显示先

下降后反弹再下降的共同趋势，只是与图 2对应，上海市碳强度在“九五”和“十五”前期下降最慢。 

急剧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给全国以及上海市经济转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给未来二氧化碳强度减排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本文将利用基于产业、省份、能源种类的三维 LMDI 分解法对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并与基于产业和能源种类

的二维 LMDI 分解的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比较，以便为未来有效减排二氧化碳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目前对全国二

氧化碳排放和强度进行分解分析的文献不少，可见 Chen(2010)。下面对研究上海碳排放的文献进行简单综述。陈长红和王冰妍

(2003)认为通过实施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政策，上海市可获得明显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的附加效应。钱杰和俞

立中(2003)发现增加天然气和石油消耗比例、减少煤炭比例可以减轻上海市碳排放强度。郭茹等(2009)认为上海为了控制碳排

放，要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降低高耗能产业比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加强绿地、湿地和耕

地等碳汇建设。梁朝晖(2009)指出交通运输业为上海未来碳减排的重要部门。帅通和袁雯(2009)发现能源结构变动(煤类比重下

降以及热和电上升)是上海万元 GDP 碳排放下降的主要原因。赵敏等(2009)指出能源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是上海市碳排

放强度降低的重要影响因子。郭运功等(2010)也运用 LMDI 法对上海市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

分解分析，发现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其中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因素起抑制作用，产业增加值起促进作用。本文将

进行比现有文献方法更复杂、驱动因子也更丰富的三维 LMDI 分解，具体方法论介绍和数据见下一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则对全国

和上海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结果进行分析，并重点讨论有利于碳减排的结构和强度因子。最后一节为结论性评注和

政策含义讨论。 

 



 

 3

 

 

二、方法与数据 

(一)二氧化碳排放的三维 LMDI 分解 

本文选择乘法形式的对数均值 Divisia 指数(LMDI)分解法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分解。本文将参照 Ang and Liu(2001)和 Wu et 

al．(2005)的研究从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i=1，2，…，30)、6 个产业部门(j=1，2，…，6分别代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

通运输业、商业以及居民消费)、3 种一次能源(k=1，2，3，代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个维度来对全国二氧化碳排放进行

LMDI 分解。考虑到资本深化这一中国独特的转轨特征，本研究将试图分解出该驱动因子并分析其对二氧化碳排放排放的影响，

这在现有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全国层面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分解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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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jk 代表第 i 个省第 j 个产业部门第 k 种能源终端消费产生的 CO2 排放量，Eijk 代表第 i 个省第 j 个产业部门第 k

种能源的终端消费量，Eij 为第 i个省第 j 个产业部门能源的终端消费量，Yij 表示第 i个省第 j 个产业部门生产总值，Yi 是第

i个省国内生产总值，Ki 代表第 i个省资本存量，TPIij 为第 i个省居民总收入，PIij 是第 i个省居民人均收入，而 PNij 为第

i个省居民总人数。对公式(1)作如下替换:CFijk=Cijk/Eijk 代表 CO2 排放系数，即第 i 个省第 j个产业部门第 k种能源的单位

终端能耗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ESijk=Eijk/Eij 代表能源结构，即第 i 个省第 j 个产业第 k 种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

例;EIPij=Eij/Yij 表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即第 i个省第 j个产业(j=1，…，5)单位产出所消耗的终端能源;SPij=Yij/Yi 为生

产部门产业结构，即第 i个省第 j个产业(j=1，…，5)的产出在该省总产出中所占比例;ACPi=Yi/Ki 则是资本生产率，即第 i个

省单位资本存量的产出;Ki 为第 i个省的资本存量;EIRij=Eij/TPIij 代表生活部门能源强度，即第 i 个省居民部门(j=6)单位收

入的终端能耗;PIij 为第 i个省的居民人均收入;PNij 为第 i个省的居民总人数。则公式(1)可改写为: 

 

由于 CFijk 在化石燃料碳排放计算中假定为常数，因此其对 CO2 排放量的变化并无贡献，这样实际上可以分解出 8个因子，

即 ESijk、EIPij、SPij、ACPi、Ki、EIRij、PIij、PNij。定义如下一个对称的对数权重方程: 

 

并且令 ，则依据 LMDI 方法，公式(2)可以变换为如下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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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解的证明过程略。公式(4)可以简化为: 

 

这 8 个因子指数又可以粗略分为三大类，即结构因素(能源结构指数 IES、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 ISP)、强度因素(生产部

门能源强度指数 IEIP、生活部门能源强度指数 IEIR、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 IACP、居民部门人均收入指数 IPI)、规模因素(生

产部门资本存量指数 IK、居民部门总人口指数 IPN)。对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基于 6个产业和 3种能源种类的两维分解公式

依此类推。 

(二)数据 

本研究因素分解所涉及变量为 1995～2007 年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各个产业部门的的终端能源消费及其构成(煤炭、石油、

天然气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生产总值以及各省资本存量、居民人均收入、居民总人数。其中生产总值、能源消费、人均收入、

总人数等数据摘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而二氧化碳排放和资本存量

数据则须估算。其中，对各省资本存量的估算参照张军等(2004)的方法。所有价值量数据都平减为 1995 年为基年的实际数值。

根据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协议书所制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二卷(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这里，NCV 为 2007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 4 提供的中国 3 种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 为 IPCC(2006)温室气

体清单提供的碳排放系数。由于没有直接提供煤炭的排放系数，而我国原煤产量分煤类比重多年来变化不大，一直以烟煤为主，

占 75%～80%，无烟煤占 20%左右，因此，本文根据 IPPC(2006)提供的烟煤和无烟煤碳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计算煤炭的碳排

放系数。COF 是碳氧化因子(本文煤炭设定为 0．99，石油和天然气为 1)。44 和 22 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由于能源消

耗单位的不统一(煤炭和石油为万吨，天然气为亿立方米)，必须换算成我国能源度量的统一热量单位标准煤，各种能源折算标

准煤系数也由同期《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本文最终所估算的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每万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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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分别排放 2．763、2．145 和 1．642 万吨二氧化碳。 

三、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总分解分析 

图 6 和图 7(见第 15 页)分别绘制出全国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逐年环比发展指数及其分解因子指数的分期平均变化。表 1

则报告了全国和上海市按五年规划划分的三个子时期以及整个样本期间碳排放指数及其 8种因子指数的几何均值。可见，“九五”

期间(1996～2000)，全国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很好(见 2006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

2005)》白皮书)，二氧化碳排放发展指数平均仅增加 0．24%，近乎为零增长，这与该期间政府为执行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改革关

闭了大量高污染的小企业有关;而政府性公司主导经济发展的“上海模式”延缓了“九五”期间上海市的国企改革步伐，削弱了

同期节能减排政策的效果，导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很高的 5．7 个百分点。“十五”期间(2001～2005)上海市和全国一样都经历

了急剧的重化工业化，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增长都高达 10%左右。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十一五”期间加强节能减排力度，并首次

制定量化的约束性指标，即 2010 年能源强度要比 2005 年降低 20%，我们看到，2006－2007 年全国碳排放已经开始下降到了 7．2%，

但是上海市碳排放却依然高歌猛进，增长率高达 12%，这显然与上海市政府在“十五”期间为促增长确定的 6大重点支柱产业(即

石油精细化工、钢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成套设备和汽车)大部分都为耗能排放大户有关，这种产业结构使得上海市的节能

减排难度要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这两个图显然还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指数的变化模式主要还是由生产部门的资本规模、能

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资本生产率来依次解释。其中，由资本规模所代表的资 

本深化主要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负责，而能源强度、资本强度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在相应时期对全国

和上海市的二氧化碳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下一节将对它们进一步分析;6 个产业部门加总的能源结构指数解释力弱之，但都是

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的，下一节将一并分析。居民部门 3 个因子的解释力比较弱，不是碳减排的重要考量，这既与全国和上海市

居民生活碳排放比例低且逐年下降有关，也与发达国家碳减排的重点放在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不同。由表 1 可知，就整

个研究期间而言，中国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增加了 5．5 和 8．5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生产部门的资本规模指数和产业

结构指数以及居民部门的人均收入指数和人口规模指数作用为正(12．5%、0．85%、0．28%和 0．11%)，其他 4 个因子指数影响

为负，尤以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指数和资本生产率指数为最，平均引致碳排放下降幅度达－4．5和－2．5个百分点，而生活能

源强度指数和能源结构指数只导致二氧化碳下降了－0．2%左右。就上海而言，正向影响因子多达 5个，为生产部门的资本规模

指数(9．7%)、资本生产率指数(1．02%)和居民部门的三个因子(0．04～0．18%)，而能源结构指数和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指数、

产业结构指数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减排率分别为－0．5%、－0．6%和－1．42%。下面首先就资本规模指数和居民部门的影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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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解释。 

 

生产部门资本规模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有着最大的正向促进效应，这样高的影响水平说明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增加仍然

与中国资本积累驱动型的粗放增长方式更紧密相关。张军(2002)把由资本规模代表的资本深化现象看作经济粗放增长的重要总

量特征。Zhang(2003)指出，相对于劳动来说，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过快。Qin and Song(2009)也发现计划经济伴随的资本

过度投资(即所谓的投资饥渴)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而上海市的投资模式更有特色，可以看作曾取 

得浦东开发辉煌的所谓“上海模式”的主要特征。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不同，“上海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对城

市各种资源进行配置来推动经济发展。数据显示，上海自 1992 年到 2007 年的 15 年间，共投资 26000 多亿元，其中，“八五”

期间全社会投入 3900 亿元，“九五”期间 9600 亿元，“十五”期间 13000 亿元，分别占到全国 1/11～1/25 的不等比例，由政府

主导的投资模式显然功不可没，这种投资驱动式的粗放增长模式在上海开发浦东、从单一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变过程

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军(2002)认为资本的形成速度最终必将受制于递减的边际报酬规律而使得要素驱动型的增长在长期

不能维持。吴敬琏(2006)也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相对于早期经济增长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靠效率提高来实现，这种现代的

经济增长模式才能体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因此，资本规模指数的影响模式隐含指出了改变资本驱动型的粗放增长为集约

型、可持续增长模式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必由之路。事实上，资本深化对全国和上海市碳排放的影响虽然都很巨大但并不相同，

全国资本深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仍在逐期增加，而上海市资本积累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力在逐期下降。全国碳排放下降趋势中资

本深化影响的继续增加以及上海市碳排放增加趋势中资本积累影响力与之相反的逐年降低也许说明了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相对于全国情形已经初有起色。 

再看居民部门，全国居民碳排放占总排放 14%，在本文研究的 6个部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工业部门，而上海居民碳排放占

比为 9%，排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之后(见图 1 和 2)，因此对居民部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子值得关注，虽然它们的影响力要

小于生产部门的因子。总体而言，居民部门中能源强度指数和人均收入指数对碳排放的影响要大于人口规模指数，后者接近于 1，

这是因为居民人口数规模通常变化很小，对碳排放影响也几乎不变，作为 8 个因子中影响力最小的因子是可以理解的。全国生

活部门的能源强度指数促进碳排放下降－0．24 个百分点，尤以“九五”期间促降效应最大，唯有“十五”期间促进碳排放增加，

这与该期间全国由消费结构升级部分引致的重化工业化浪潮相关;而上海市生活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由第2个时期还进

一步延伸到 2006～2007 年，导致上海生活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整体效应为正，这是因为上海市在 2003 年开始的重化工业化浪

潮中由汽车工业特别是房地产的疯狂扩张导致的消费结构变化更为剧烈。人均收入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也起促进作用，这说明

中国仍然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以污染排放为代价，何时能够达到中国碳排放的拐点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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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息息相关。 

四、再论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的结构和强度因素 

(一)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 

能源结构指数是唯一一个包含了生产和生活所有 6 个产业部门影响的因子，而且无论对于全国还是上海市而言，在三个子

时期和整个研究期间都对二氧化碳排放起着一个促降的作用，且上海市能源结构减排效应比全国平均值稍大(分别为－0．5%和

－0．22%)，尽管绝对影响还较低。由图 8 和图 9(见第 17 页)绘制的中国和上海市能源消费种类构成可见，全国而言，煤炭是绝

对的主要能源资源，平均占比达到 64%左右;但是，煤炭消费比重已经由 1995 年的 73%逐年下降到 2007 年的 57%，而石油和天然

气消费占比都在上升，由于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比石油和天然气更高，因此全国层面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有利于二氧化碳减

排。而上海的能源结构则完全不同于全国情形，石油消费平均比重高达 68%，煤炭平均只占 30%;而且石油消费占比已从 1995 年

的 57%上升到 2007 年的 81%，煤炭占比则从 1995 年的 43%下降到 2007 年的 15%，上海市的这种能源结构及其变化不仅赋予其减

排 CO2 的作用，而且减排效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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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则显示，上海市 6个产业部门中农业、建筑业和商业的能耗比较少，用能大户是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生活消费，它们

的增长巨大，这和全国情形一样。而且工业和居民部门的煤炭比例也和全国一样都在下降，比如，最大能耗源的工业部门中煤

炭占比从 1995 年的 49%下降到 2001 年的 47%和 2007 年的 27%左右，生活消费中的煤炭占比降幅更大，从 1995 年的 82%下降到

2001 年和 2007 年的 47%和 19%，与之相对应的，2007 年工业和居民部门石油消费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 67%和 63%(全国对应值则

对 21%和 32%)。 

与全国情形最不同的是新兴的能耗部门即交通运输业，它的能源消费由石油及其制成品构成的比例更高，而且基本保持在

99%左右，因此该部门煤炭和天然气消费的比例也极低且几无变化(相反，全国交通运输业中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例还有一个明

显的减增)，这些都说明了图 9显示的上海能源消费中石油比例为什么那么高①。总体上这种由石油和煤炭消费比例增减所刻化

的能源结构变化是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的，但是目前绝对影响还比较小，随着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的不断增加，能

源结构优化必将对二氧化碳减排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样作为结构要素，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要更大;不同的是，全国和上海市能源结构指数都是

促进碳减排的，而全国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在整个阶段却是促进碳排放增加，只有上海市的产业结构演变是有利于二氧化碳

减排的。图 6 和图 7 以及表 1 具体揭示了“九五”期间产业结构指数促进全国碳排放增加 0．5%，促进上海市碳减排－1．1%;

“十五”期间产业结构指数促进全国碳排放增加到 1．1 个百分点，促进上海市碳减排－1%;2006～2007 年全国产业结构的碳排

放效应回落到 1个百分点左右，而产业结构变化对上海市碳减排的影响达到了－3%;整个研究期间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对全国

和上海市碳排放的影响分别为 0．85%和－1．4%。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对全国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同影响模式显然与各

自的不同产业结构演化情形相关。图 11 和图 12(见第 18 页)分别绘制出中国和上海市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演化图。从全国而言，

第一产业产出比重持续下降，这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相似;第三产业 GDP 比重先上升，但是从本世纪以来又出现了略微下

降，这与服务业比重应该持续增加的标准模式不同，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第二产业 GDP 比重的持续增加(从 1995 年的 55%一直增加

到 2007 年的 69%)，这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二产业的驼峰模式不同，说明全国层面而言，产业结构调整仍然处在中前期

阶段，产业升级任重道远。由于第二产业包含了最大碳排放源的工业部门，因此产业结构指数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正向促进

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上海市的情形就不同了，第一产业 GDP 比重只有 1～2 个百分点，远小于全国平均 19%的比重，其变化对

碳排放影响不大;但是，上海市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其比重从 1999 年开始就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占上海市 GDP 的一半以上。

由图 10 上海市各行业的能源消费种类构成已经知道，以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上海市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绝大部分由比煤炭更洁

净的石油组成，因此，上海市产业结构演化是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这不同于全国平均情形。当然，上海市第三产业的发展

还没有强劲到甩开第二产业，它们的比重相差不大，2003～2006 年第三产业比重甚至回落到 50%左右，直到最近两年才稍微拉

开差距(2008 年三二产比重分别为 54%和 46%，历年差距最大)，因此，第 3阶段产业结构对上海市碳减排的影响在所有因子中也

是最大的，达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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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当今各国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Timmer and Szirmai(2000)曾经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称为结构红利假说。整体而言，目

前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影响要大于能源结构变化，其中能源结构演化是有利于碳减排的，而产业结构只有如上海市那

样合理变化才能促进碳减排。如表 1 所示，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数是后两个子时期仅有的两个促进上海市二氧化碳减排的因

子，所以说，优化经济结构是中国未来成功减排二氧化碳、实现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能源强度和资本强度的降低效应 

正如吴敬琏(2006)指出的，现代经济增长必须靠效率提高来实现，这包括了能源的使用效率和资本生产率，也称为单要素

生产率，这一小节将通过能源强度和资本强度来进行说明，因为能源效率和资本生产率分别为能源强度和资本强度的倒数。许

多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实质是能源消耗，碳减排根本上取决于能源强度的降低或者能源生产率的提高，节能减排密不可

分。图 6和图 7以及表 1显示，全国层面而言，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的下降对全国二氧化碳起着最大的减排效应(除了第 2个子时

期减排效应仅次于资本生产率之外)，有效地克服了资本深化所带来的碳排放急剧增加;而上海市不同于全国情形，仅在第 1 个

时期由于能源强度的较大下降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后两个时期则由于上海市的能耗强度停止下降甚或转而上升开始促进二氧化

碳排放的增加，当然整个时期来说上海市的能源强度指数还是促进碳减排的(平均－0．6%)。 

具体而言，“九五”期间，全国层面能源强度对碳排放促降作用最大(－7．2%)，正如前述，这是一个全国节能减排成效最

佳的时期，伴随着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国政府第一次取缔关停了近 10 万家能耗和污染密集型小企业，直接导致能源消费总

量和图1显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改此前的上升趋势转而在该期间下降或停顿;这一时期尽管上海市的国企改革和节能减排成

效不如全国(比如图 2 显示同期上海市碳排放仍处于逐年上升之中)，但这仍然是能源强度对上海市碳排放唯一促进减排的时期

(－2．7%)，这一时期也是上海市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从 1995 年每万元 GDP 消耗 0．76 吨标准煤下降到 2000

年消耗 0．65 吨标准煤。“十五”期间，快速城市化和再次重化工业化极大地拉动了高能耗行业的急剧膨胀，导致了能耗和碳排

放的急剧增加(见图 1)，全国能源强度指数在这一阶段下降最少，只有－0．4%(见图 13)，2003～2005 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是仅有的数值超过 1的三年，因此，该时期能源强度对全国碳排放的促降作用最小(只有－1．45%);而从第二阶段开始，上海市

能源强度指数转而开始促进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这是与全国完全不同的模式，究其原因是上海市在“十五”期间确定的 6 大

重点支柱产业个个都是耗能大户，上海市的重化工业化高潮更甚于全国，上海汽车、宝钢、金山石化、上海电气和众多大船厂

等带动了上海经济的突飞猛进发展，直接导致了上海市的能源强度在达到 2003 年最低的 0．58 吨标准煤/万元后逆势转而逐年

上升到 2006 年的 0．69 吨标准煤/万元。①“十一五”期间，全国层面及时制定了在 2005 年基础上降低能源强度 20%的约束性

指标，导致 2006～2007 年全国能源强度对碳减排的作用又开始增大到－5．3%;但上海市由六大支柱产业形成的产业结构使得其

降低能源强度极为艰难，虽然 2007 年上海在全面排查基础上把“两高一低”企业都关闭了，导致能源强度下降到 0．66 吨标准

煤/万元，但是很难关闭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60%以上的这六大产业，因此，2006～2007 年上海市能源强度指数对碳排放的促进作

用进一步增加到 2．38%。虽然，2009 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发展新

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高科技

产业的制造业战略，以取代 2005 年确立的六大支柱产业定位，但其成效还有待观望，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期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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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和图 14 对生产部门能源强度指数分别根据不同地区和省份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图 13 揭示，能源强度环比发展指数

本身在第 1 期下降最大(－7．7%)，第 2 期下降最小(－0．42%)，第 3 期下降又有所增加(－4．2%)。其中，东部地区对生产部

门能源强度变化影响最大，3 个时期分别促成能源强度下降－4．7%、－1．5%和－3．3%;东中西部地区的变化模式都和生产部门

能源强度平均指数相似，特别是“十五”期间，全国能源强度降低幅度减少与中部和西部地区带来的能源强度增加相关，这极

大消减了东部地区带来的能源强度降低。图 14 提供的几个省的例子表明，广东省遵循与东部地区相似的能源强度贡献模式，但

是上海市在第 3个时期能源强度贡献增加，北京市在“九五”期间能源强度影响也是正向的;后面 4 个省与中西部地区贡献模式

也大体相似，只是吉林省和山西省在最后 1个时期仍在促进能源强度增加，倒是内蒙古在该时期降低能源强度较多。无论如何，

就整个研究期间而言，全国和上海市的能源强度总体上在下降，虽然其中某些年份有所上升，这说明了能源生产率在持续改善

之中，这是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的。不少文献发现技术进步、能源价格改革、R＆D 支出、所有制改革等可以解释能源生产率的

这种提高(Garbaccio et al．，1999;Fisher－Vanden et al．，2004、2006;王锋等，2010)。然而，中国和上海市的能源强度虽

然有所下降，但是绝对值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还是太高，未来仍有很大下降空间。对上海市而言，由于本地几乎不出产一次能源，

经济发展所需能源基本都是从省外调入或从国外进口，能源需求外向依存度高达 90%以上，属于典型的外源型能耗大都市，因此，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尤为迫切。 

 

前面图表显示，生产部门的资本生产率指数对全国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全国而言，虽然资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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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指数在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幅度在减少，资本的使用效率在不断改善之中，因此，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每期都对全

国碳减排起着促进作用(分别为－2．1%、－2%和－5%)，在整个研究期间减排作用平均达－2．5%。图 15 和图 16 对于全国资本

生产率指数基于不同地区和省份进行了再分解。地区分解显示，全国层面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的这种变化模式主要由东部

地区引起，它们遵循相似的变化模式，东部地区在第 3 期对资本生产率的正向贡献(0．33%)更是这种投资效率改善的主因;而中

西部地区对资本生产率提高存在着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还在增加，特别是中部地区，在前 2 个时期对资本生产率指数的贡

献还微弱为正，但是 2006～2007 年对资本生产率的负面贡献竟然达到了－1．3%，高于西部地区的－1．1%。省份分解显示，同

东部地区平均模式一样，上海市和北京市虽在前两个时期对全国资本生产率的贡献为负且数值较大，但在 2006～2007 年对资本

生产率贡献都转而为正，而广东省在整个研究期间一直在促进资本生产率增加且力度逐期增强;后 4个省则显示与中西部地区相

似的模式，即随时间推移在降低资本生产率。分地区和分省分解说明未来全国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主要从中部和西部地区入

手，东部地区最近几年对全国资本生产率的贡献还是正向的，尽管每个省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但是图 7和表 1显示的上海市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对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模式却与全国有很大不同。“九五”期

间上海市资本生产率还同全国一样促进碳减排，平均作用为－1．8%，但是“十五”期间资本生产率指数对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

转而促进其增加，平均作用达 1．21%，2006～2007 年这种促增作用更高达 7．97%，竟然超过了资本规模指数(3．88%)而位居第

一，导致整个研究期间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对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的(1．02%)。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离不开

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上海增长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中取得了辉煌成绩，但

是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弊端也是明显的，经济主体仍以国企为主，所有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手段以行政性为主，投资效率不

高，极大地抑制了市场化力量的发展。上海社科院 2005 年发布的《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报告就指出，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上海市由政府主导的总体经济投资的边际效应事实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投资效率在不断恶化。这样的增长模

式和发展思路也直接导致了上海市政府在“十五”期间为保增长确定的六大支柱产业政府主导色彩浓厚，虽然它们是上海市 GDP

高速增长的强力推动器，产出了上海市一半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可是也消耗了更大比例的能耗、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由此

就不难理解资本生产率指数对上海市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了，碳减排的这种压力也说明了上海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必然的，而

且更为迫切。 

五、结论与政策评价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在“九五”期间经历了一个停顿甚或减少的时期，而同期上海市的二氧化碳排放与众不同，仍然保持了 5．7%

的较高增长;“十五”期间全国和上海市皆保持了 10%左右的碳排放高增长;2006～2007 年全国的碳排放增长下降到 7%，但是上

海市碳排放增长进一步增加到 12%。本文利用 LMDI 分解法对全国和上海市 1995～2007 年期间这种由终端能耗引致的碳排放的不

同变化模式分别进行了三维和两维驱动因素分解的比较分析，得到以下一些基本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无论对全国还是上海市而言，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子都在生产部门，这与发达国家碳减排重点在居民部

门不同。在生产部门中，由资本规模所代表的资本深化又是全国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责任者，因此，不改变这种

资本积累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二氧化碳减排难以取得实效。不同于全国情形的逐期增加，资本深化对上海市碳排放的影响

在逐期减少，资本要素驱动力的降低也许意味着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除少数例外，单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结构调整主要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其中，前者可以看作直接减排，即通过提高能源和资

本的使用效率来进行减排，后者则属于间接减排，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直接减排效应要大于间接减排。先看能源结构调整效应，

在全国层面和上海市它都是促进碳减排的。上海市的煤炭和石油消费比例平均为 30%和 68%，要优于全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对应

比例为 64%和 32%)，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上海市天然气消费比例明显偏低，只有 2%(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6)。因

此，未来提高电厂燃煤效率、控制煤炭消费增长、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仍是碳减排的重要内容，尤其对全国而言。①上海市则要

扩大天然气来源，抓紧开拓天然气市场，重点发展天然气发电、城市燃气和工业用气，力争尽快实现天然气消费量在一次能源

结构中的比重达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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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产业结构调整，它对碳排放的影响要大于能源结构调整。全国层面产业结构的正向效应要求实行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

的驼峰型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上海市产业结构演化的碳减排效应从节能减排的角度肯定了上海市二三产业“双轮”

驱动协调发展但是第三产业更快发展的战略。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无疑是国务院确立的以金融和航运为主导的服务业方

向，但服务业的活力之源在于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能再以政府垄断要素的方式进行，而且制造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2008)已经指出，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促进力量，引发了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中国应当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产业

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器和产业升级助推器的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有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吴敬琏(2006)

也指出，现代经济增长要靠效率提高来实现，而效率提高的源泉之一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体化以及信息化。为此，2008 年

上海市出台了《关于加快促进上海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改变上海市制造业“国强民弱”的格局，2009 年上海市确立了

九大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这与同年开始的新一轮上海国企改革步调一致，未来几年将是上海市实现新产业

革命的重要阶段。 

能源强度降低是驱动全国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上海市而言其减排作用也仅次于产业结构调整;资本生产率

的改善也对全国二氧化碳减排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的恶化却增加了上海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未来碳减

排必须在切实提高能源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上花功夫。正如前述，虽然我国和上海市的能源强度一直在下降，但是还是远高于

发达经济体，降低空间很大。笔者研究发现，2004 年中国能源强度为每万美元 GDP(2000 年价格)消耗 9．9万吨标准油，这个数

值远高于美国、德国、日本、香港的 2．3、1．9、1．1 和 1．4万吨标准油，即使比印度的 6．5万吨标准油也要高。唐忆文等

(2005)数据显示，2003 年上海每万元 GDP 能耗为 1．07 吨标准煤，是 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的 2．4倍、德国的 4．9 倍、日本的

6．7 倍和韩国的 2 倍。地区分解指出，未来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要继续发挥东部地区的促降主导作用。而后两个时期上海市能

源强度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凸显出发展九大高科技产业以替代传统六大支柱产业的必要性。从产业结构角度看，降低能

源强度应该主要从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部门入手，对于上海市而言更要侧重交通运输业节能，因为相对于全国水平，上海市交通

运输业的能源强度要远高于其工业部门。 

全国层面来看，资本生产率在下降，但是下降幅度在降低，资本使用效率的改善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其中东部地区(包括

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等)近年来对资本生产率的贡献为正，未来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来改善资本配置

效率，以推动全国二氧化碳减排。就上海市而言，后两个时期资本生产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由促减到促增的变化以及整个期间最

终的碳排放促进作用说明了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的持续恶化和与之相关所确定的六大高能耗支柱产业的过时，这意味着改革

政府投资驱动型的旧有“上海增长模式”、尽早实现上海经济的根本转型势在必行且更具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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